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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欣

　　暮色降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三棵树镇板新村的广场已经支起了投影
幕布。饭后的村民三三两两围拢过来，不一会
儿，现场就坐满了观众。这天播放的电影是谍战
片《风声》，尽管村里的老人们都听不懂普通话，
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电影中的所有台词
均重新译制成了苗语。
　　如果不考虑语言差异，观影现场的感受与
原片相差不大，电影里的配音无论是音色还是
语气，都十分贴近原片的角色。“虽然重新译制，
但你听张涵予（电影主演之一）说话，还是他那
个感觉。”现场一名年轻的观众说道。
　　这部电影的译制工作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
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语影视译制制作中
心。中心成立于 1981 年 7 月 1 日，是全国 11
家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之一。成立 40 多年来，
累计用苗侗语翻译电影作品 1000 多部，放映
10 万余场，观众达 1500 多万人次。破除语言
障碍，打通了优秀文艺作品通往民族地区基层
的最后一道梗阻。

  “16 岁那年看的第一部电影，听到了

亲切的家乡话”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州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
司民族语影视译制制作中心，门前挂着一年内
的译制计划：《中国蓝盔》《平原枪声》《悬崖之
上》……“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电影，
我们希望传递到基层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
内涵的。”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其生说。
　　在贵州，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程度
存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障碍。“我刚刚参加工作
那会儿，我们苗寨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普通话，就
连我自己都只会认不会说。”译制中心退休配音
演员汪兰说。
　　基层群众的文化发展被封闭了起来。“电影
是很好的文化滋养工具，可在民族地区的农村，
语言障碍阻挡了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众。”黔东
南州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文坤说。
　　早些年，公司还承担着到基层放映电影的
功能，有一幕让宋其生印象深刻：“放的是一部
喜剧，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们，看着周围的人在
笑，他们也跟着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也只是
摇摇头，这让我挺心疼的。”宋其生说。
　　板新村村民杨文兵仍然记得，16 岁那年看
的第一部译制电影是《黄桥决战》，当看到精彩
的对白变成了家乡话，亲切又激动，从此成为了
忠实的“影迷”。
　　“以前放电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现
在村头一放电影，基本都是坐满的，尤其像我母
亲这样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可以从电影里了
解历史文化，看懂故事情节。”杨文兵说。
　　“电影是大众艺术，也是我们守住民族地区
基层文化阵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为这一点，才
让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李文坤说。

  苗岭侗乡里的翻译家，要做点缀民族

文化的小花小草

　　让杨文兵第一次看译制电影就着迷的原
因，来自一句台词。
　　“电影原本的台词是‘你们从左边走，我们
从右边走’，但翻译成苗语之后，就变成了‘你们
从长方田那边走，我们从三角田这边走。’生巴
巴转述，老人们分不清左右不说，还不具体。长
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们这边的土话，一改成这
样，瞬间觉得电影离我们更近了。”杨文兵说。
　　这部电影正是宋其生负责翻译的。1984

年入职以来，宋其生从事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工作已经快 40 年了，那句让杨文兵印象深刻
的台词，凝聚了宋其生在电影译制生涯里最宝
贵的经验：“给群众翻译电影，未必一定要雅，但
还是要讲个‘信’和‘达’。”宋其生说。
　　“电影台本翻译首先要忠于原著的本意，还
要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更要考虑读
者和听者的接受性。”宋其生说。由于最终作品
面向基层的群众，电影中的文化环境很难完整
地投射到他们的生活，因此除了直译，更多要用
群众熟悉的方式进行不失本意的转译。
　　第一部让宋其生获奖的翻译作品是赵本山
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除了要让大家看明
白剧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西南地区苗侗群众
理解到东北喜剧的笑点。“东北的二人转，如果
直接翻译过来，群众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几个晚上，填词谱曲，将东北二
人转全部翻译成了苗歌、侗歌，“这就是大家日
常喜爱的方式了，现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宋
其生说。“这次我知道，他们是真的笑了。”
　　言在此而意在彼，才能让翻译有“信”有

“达”，最终有“味”。
　　台本翻译是第一步，配音则是第二步。如果
台本翻译需要的是有“味”，那么配音工作则需
要有“神”。如今已退休的汪兰，当年正是因为一
声有“神”的笑声，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大半
辈子。
　　 1984 年，正准备大专复习考试的汪兰在
一次下乡演出活动中被公司选中，第一次走进
了录音棚。这次的角色是电影《玉碎宫倾》里的
塔娜公主。“第一次就让我配女主角，可把我折
腾坏了。”
　　胶片电影时代，电影配音没有单独的音轨
操作，更不能剪辑，每一句台词的语速和感情都
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台词多，每
卡壳一次，大家都要陪我从头来一次。”汪兰回
忆说，虽然没人怪她，但看到所有人都在叹气摇
头，配音结束后，汪兰沮丧地回去了。
　　“就当自己做了个梦吧。”汪兰这样安慰自
己。几天后，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领导的来信，称
赞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那几句笑声，完
全把角色的特点笑了出来。”汪兰说，这句话让
她怀着失而复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当第一次听到了自己配音的电影，汪兰确
定了这就应该是一生的事业，当即放弃了大专
考试。“从来没想过家乡的语言、自己的声音会
出现在电影里。可能在这个行业里，我只是小花
小草，但却能点缀自己的家乡，传递我们的文
化。”汪兰说。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宋其生也对自己第一次配音的角色印象深
刻：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唐国强饰演的

主角。这个军旅角色前后变化巨大，人物故事
丰满，让宋其生吃了大苦头。
　　“不是语速快了慢了，就是情绪没跟上，
甚至是忘词。我没有当过军人，说话没有那种
气势。也不会调动情绪，没有一次配到最后
的。”宋其生说。“我们常说笑比哭好，但配音
工作里，往往是哭比笑好，因为情绪的转场需
要紧跟故事情节，没有准备时间，剧情该哭
了，拍电影还能滴眼药水，配音就一定要马上
哭出来。”宋其生说。
　　就像绘画一样，没有经验，只能临摹。宋
其生不得其法，只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
做对比。胶片珍贵，多看几次就会有损毁，那
就听录音。“这部电影的录音，我听了不下一
百遍。”宋其生说。当终于录完全程走出录音
棚时，宋其生感觉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在随后的 39 年里，宋其生参加译制配
音的电影有 530 余部，为 2000 多个角色配
音。就这样在 200 多万字台词、48000 多分
钟配音时长的磨砺里，当年的小宋也变成了
宋老师，越来越专业。
　　如今的宋其生在录音棚里，剧情到哪儿，
情绪就到哪儿，表情动作也到哪儿。一次配到
争吵时自责的台词，宋其生也和电影里的角色
一样，“啪”给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结束后摸着
火辣发烫的脸颊，才想起来当时是怎么回事。
　　“‘配音演员’这个词，‘配音’只是工作，后
面的‘演员’才能证明你做得好。”宋其生说。

“最难的时候，我们连办公场所都没了”

　　译制中心在一栋老旧楼房的顶楼，木地
板吱呀作响，桌椅板凳也被磨得锃亮，室内装
饰停留在十几年前，录音剪辑设备却是崭新
的。“我们的经费主要都用在了设备上，这几
套最新的设备加起来 200 多万，比这层楼都
贵。”公司总经理杨艺林自信地说。
　　如今略显寒酸的译制中心，是黔东南州
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仅剩的业务部门。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也
曾是个“吃香”的部门。“以前的电影发行放映
是由各级放映公司负责，全州的电影发行放
映业务都归我们公司，还有财政补贴，收入很
可观。”杨艺林说。
　　宋其生曾经是十里八乡的土明星，每次
去放电影被人认出来，总是能得到最热情的
款待。“村支书知道是我给配的音，站起来就
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说。
　　随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
渐风光不再。先是 1994 年公司完全转为企业
自负盈亏，取消了财政补贴；2000 年，原本多

层级的电影发行放映模式变成了发行公司和
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间的
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业务也被架空。
　　发行和放映业务取消，除了一些农村院
线，整个公司还有业务的部门仅剩译制中心。
然而由于都是公益放映，这项业务也不是个
挣钱的活儿。可在当时，大家都把它当成了救
命稻草。“这项工作只有我们能做，也只有我
们还愿意做，业务不停，证明公司还活着。”杨
艺林说。
　　公司还活着，但越来越艰难。2002 年，原
来的大楼在政府拆迁范围内，很快就变成了一
处崭新的广场，新楼还没开始修建，业务砍了，
补贴没了，最后连办公场所也没了。公司 50 多
人集体待岗，每月只能领到 198 元钱的补贴。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数量减少，译制中心
每年仍有电影产出。“我们租了一个十平方米
的小房子，用地毯贴到墙上自制隔音墙。平时
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里开
工。”汪兰说。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记者询问了当年的
老员工，有说是靠外出打工兼职补贴撑下来
的；有说是在主管部门一年几千块钱的微薄补
贴里发着牢骚把活儿干完的；也有说是 2005
年新楼修好之后靠收租过下去的：六层楼全部
出租，译制中心蜷缩在顶楼搭建的小房里。
　　但宋其生明白，心里没点牵挂，是撑不下
来的。“我回家遇到老人，会问我最近怎么没
电影了，我说不出话。”宋其生说。
　　汪兰在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选择到省
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业做销售。由于手脚勤
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不到三个
月，就被提拔为区域销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着打点零工补贴家用，有配
音的工作就回去。”汪兰说。可干到了主任，就
不可能随时回去配音了。当译制中心的电话
打来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兰在只能二选一
的情况下，还是踏上了回凯里的班车。
　　“当时给我开的工资是三千多，回去补贴
加上卖电影票只有四百块不到。老板打来电
话骂我，说我是脑子进水了。”汪兰说。十几年
后，那家小公司已经成为当地的大企业，身边
总有人开着玩笑说，要是当初不回来，现在肯
定发财了。“可我觉得，这几十年我配的几百
部电影，才是我最大的财富。”
　　最艰难的日子撑了 7 年。2009 年，告别
了胶片涂磁、模拟胶片时代，少数民族语电影
译制工作进入数字化，这一时期的补贴开始
增多。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对于基层文化事
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各级政府的补贴也开
始恢复。2018 年，译制工作被纳入国家级项

目财政资助，译制一部电影能获得 7 万元经
费，彻底解决了译制中心的生存困难。
　　“我们如今有设备，有经费，有人才，一年
能完成 48 部电影的译制。”宋其生说。除此
之外，译制中心也承担着各类基层宣讲的译
制任务：中央精神苗侗语宣讲提纲、就业技能
培训课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传视频等
等。“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不能浪
费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宋其生说。

  “我们译制的电影，会通过更多的屏

幕走进苗侗山乡”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义务教育普
及，不懂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少，译制电影最初
的受众也在收缩。但在李文坤看来，今天少数
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兵强马壮”，所承载的
功能和价值也在不断增加。
　　“以前是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太多，现在
是听得懂苗语侗语的群众太少。很多年轻人，
都不会说民族语了。”李文坤说，由于苗语侗
语没有相应文字记录保存，作为少数民族文
化最重要的载体，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现在很多新词术语不断出现，但由于语
言文化保护措施跟不上时代的变迁，老祖宗
原生态的语言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
在翻译台本的时候，必须时刻更新汉语知识
的学习，巩固少数民族语言的素材库。”宋其
生说，“最早我们是想要让老百姓看好电影，
如今则是要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
　　前不久，汪兰的儿子试着学习母亲配音，
录了一段发到了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点赞。
汪兰说起这事儿，难掩自豪。“一是高兴还是
有年轻人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事业，二是发
现我们的翻译作品还能找到更多的播放渠
道。”
　　下一步，译制中心计划改变现在单一的
放映渠道，在新媒体上播放电影。“从文化保
护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年轻人成
为我们的观众，译制电影的翻译需要跟上时
代，放映渠道也要跟上时代。”李文坤说，“我
们的译制电影，会通过更多的屏幕走进苗侗
山乡。”
　　杨文兵今年 50 多岁，距离第一次看译
制电影已经 30 多年过去了，他已经不记得
看过多少部电影，如今每当村头放电影，他还
是会早早地守在那里。他说现在每次看电影，
都还是会有第一次那种感动。“无非就是看个
饭后消遣的事儿，还是有人专门用我们的语
言来制作，说明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都还
是被记着的。”杨文兵说。

坚守四十年，他们将电影“译”进苗侗山乡

  ▲ 2018 年 9 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雅灰乡送陇村，群众正在观看苗语
译制电影。 （均为受访者供图）

余风

　　在西藏，十八军的威名可谓如雷贯耳。在
这支解放西藏的英雄部队里，有许多浙江省常
山籍军人，汪则瑞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援藏期间，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

《西藏日报》社工作的常山人汪晓华。说是常山
人，可他不会说常山话，这让我颇感惊讶。汪晓
华告诉我他父亲是浙江常山芳村人，早年加入
十八军并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他自小在西藏
长大，是典型的藏二代。汪晓华这样一解释，我
对他不会说常山话也就感觉不奇怪了。但我的
兴趣却由此转移到了他的父亲汪则瑞身上，进
而急切地想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掩埋多年、载荷
着常山元素、鲜为人知的“珍宝”来。
　　前些日子，我专程登门拜访了这位老英雄。
见到我，时年 83 岁高龄的汪老非常高兴，拉着
我说起了久违的常山腔。由于数十年一直在
外，老伴又是四川人，子女们都不会说常山话，
老人说家乡话的机会很少，因此很多方言词语
说起来已经不够顺畅，中间常夹带普通话。
　　汪老深情回忆了当年参军离乡的经历。
1949 年 5 月 4 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
十七师一三九团进驻常山县城，宣告常山解放。
当时年仅 17 岁、家住芳村乡前溪村的汪则瑞，
正在县城读初中。5 月 9 日，二野十八军五十
二师接管常山工作，并发布招兵公告，汪则瑞就
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当时与汪则瑞一块参军的
常山青年有一百多人。6 月 3 日，十八军五十
二师奉命进军大西南，汪则瑞随军转战江西、湖
南、贵州、云南、四川。1950 年 4 月，他又跟随

十八军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就地转为西藏军
区，汪则瑞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1959年3 月
10 日，汪则瑞响应号召重新扛起了枪，参加了
西藏平叛斗争。平叛胜利后，西藏进行了民主
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汪则瑞此后留在
西藏工作30多年，直到离休。
　　说起参军后的经历，汪老说其实他从参加
十八军后到进藏前并没有打过大的战役，因为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已是军心涣散，几乎一
触即溃，解放军的攻势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
几个月就打到了西南。
　　说起十八军进军西藏，汪老的心情格外激
动。他用略带颤抖的常山话说，新中国成立以
后，和平解放西藏这副重担落在了打过淮海战役
的二野十八军身上。1950年3月4日，包括汪则
瑞在内的十八军全体热血男儿，在四川乐山举行
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世
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经过艰苦行
军，十八军进入西藏，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突如其来强烈的高原反应，成为这支部队首
当其冲的“拦路虎”，许多战友因为高山反应引发
肺水肿，永远安息在了雪域高原上。汪老说，但
我们英雄战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以战天斗
地、不怕牺牲的精神，奋勇挺进西藏。

　　我问汪老刚进藏时有没有高原反应，汪
老笑着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这种地
方，但既然当了解放军，就要服从指挥。他当
时什么也没想，西藏多高不知道，西藏多苦不
知道，西藏多冷不知道，西藏多远不知道，他
压根儿就没问过。可能是比较年轻吧，也许
与十八军一样与“十八”有缘，那年他恰好只
有十八岁，对高原反应并不那么明显，除了刚
到时有点头晕外，也没有感觉对身体有什么
很大影响。仔细打量年逾八旬依然鹤发童颜
的汪老，我的确看不出在西藏艰苦条件下数
十年对他的身体有什么损害，可能是多年部
队生活锻炼的扎实底子，汪老身体非常硬朗，
眼不聋耳不花，腿脚也很灵便，行走迅速，甚
至上下台阶也不用搀扶。
　　我跟他谈起我们援藏干部刚上高原时，
也曾多次发生过高原反应，有的甚至比较严
重，需要住院治疗。汪老感慨地说，虽然现
在上西藏的同志工作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西藏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
境没有变化，也无法改变。我们那时吃苦吃
惯了，到哪里都差不多。现在全国各地生活
这么富裕，特别是我们浙江是比较发达的地
区，你们能来到西藏工作，比我们那时候还
不容易啊！

　　在我想象中，高寒缺氧应该是十八军进藏
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汪老却摇摇头说，高原反
应虽然可怕，但最难的是部队补给跟不上。为
了争取藏族群众的民心，毛主席指示部队：“进
军西藏，不吃地方”，邓小平同志说“政治重于
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在平均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进军、战斗、筑路、生
产，在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吃饭成为
部队最大的困难。汪老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没吃的。部队进军时，每个人要携带大量装
备，能随身携带的粮食十分有限，吃的是一种

“代食粉”，类似“炒面”。没水就和着地上的雪
咽下去，粮食不够野菜凑，凡是能吃的野菜，都
成为填饱肚子的“宝贝”。到了拉萨以后，为解
决供应难问题，军区政委谭冠三带领战士们自
力更生，在拉萨西郊的一片乱石岗开荒种地，
解决了部队的生存问题，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在藏族群众中树起了“菩萨兵”的形象，被藏族
群众亲切地称为“金珠玛米”。
　　汪老说，当时进藏的整个部队都有困
难，特别是修建川藏线的官兵更不容易。在
那人迹罕至的亘古荒原、高寒冻土地带，在
那寻常空手走路都头晕目眩，稍一劳动就难
以呼吸、头痛欲裂的严重缺氧地区，十八军
发扬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硬

是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血肉之躯打通了二郎
山、折多山、罗锅山、海子山等十多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大山，征服了大渡河、雅砻
江、金沙江、怒江这样的天险急流，硬是靠血
肉之躯，修建了川藏公路，成为民族团结的
联心路、幸福路。可以说，川藏线是内地连接
西藏的一条生命线，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
安定和国防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
史料介绍：在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仅伤亡
114 人；但在进藏公路修建过程中，伤亡却达
650 余人。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
承将进军西藏的壮举，称为“我军历史上的第
二次长征”。在川藏公路博物馆内，刘伯承元
帅的这句话依然醒目。
　　汪老语气沉重地说，在进藏公路线上，每
公里都长眠着一位筑路官兵，这个说法并不夸
张。我问起当年与他一道参加十八军的常
山人的情况。汪老说，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十
八军的一百多名常山籍青年，在后来转战大
西南的征程中，有的人倒在了进藏的路上，
有的回到常山老家生活。
　　汪则瑞老人深情地回忆起阔别多年的家
乡，不断向我询问家乡情况。我向老人汇报
了常山县和芳村镇的发展变化，他由衷为家
乡人民越来越好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
　　离开汪老家后，我想，像汪老这样有着
不平凡的经历，但却鲜为人知的革命老人一
定还有很多，他们是历史的实践者，也是时
代变革的见证人，每个人都堪称是一部活着
的传记。十八军战士创造的光辉经历，堪称
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

十八军老战士的进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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